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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新型城镇化”为发展目标，以“城镇化质量”为主线，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表征体系，运用先分类后排序的集结模型进行天津市县域城镇化质量测评，分析其时空格局分异及演化。结果表明，

天津市县域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存在空间异质性，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圈层状

递减状态，归为高水平稳定、波动式下降和低水平停滞３类；城镇化质量是由经济高效、民生幸福、城乡统筹、环境友好
共同决定的，任何一项“短板”都会影响甚至拉低各类型区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天津市城镇化质量时空格局及演化的

驱动因素着重于经济推动力、城乡发展及生态环境等，但不同类型区城镇化驱动因素表现有所不同，应在把握整体城

镇化发展的时空特征基础上因势利导。要以城镇化质量为导向，走差异化、包容性的城镇化道路，以期为其他地区城

镇化建设的理性、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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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数量剧增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实现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１］。但城镇化还面临人口城镇化

滞后、产业空间结构失衡、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恶化

等问题［２］。２０１４年我国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强调要走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质量内涵提升转
变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

展，实现城镇化理性、健康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和学术研究的

热点。国内外学者由于学科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范围等不

同，对城镇化质量有不同的理解和研究，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进

行了深化［３－５］，研究角度涉及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等［６－８］；

研究区域涉及城市群、省域、县域等［９－１１］；研究方法多采用熵

值法、层次分析法、阿特金森模型法等［１２－１４］。综合国内外学

者对城镇化质量的研究，笔者认为针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测

度应囊括经济、民生、社会、环境等维度，只有始终保持这四大

维度的高效、协调发展，才有可能保证城镇化质量的理性健康

发展。天津市作为城镇化试点城市之一，已经探索出一条富

有成效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城镇化率接近
９０％，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５６．１％）。由于发展背景和经济基
础的差异，天津市内部地域特色鲜明，城镇化发展路径不一，

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在城市发展对城镇化

质量提出要求之际，县域作为天津市城市发展的潜力空间，是

推动城镇化理性发展的重要一环，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成败

的关键。因此，本研究通过新型城镇化质量概念的界定，构建

评价表征体系，结合先分类集结模型对研究区城镇化质量进

行测度，探讨其时空演变格局及背后的驱动力，以期为其他地

区城镇化的理性、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１　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

城镇化发展理念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率先提出的精明增

长、日本的都市集群化、欧洲的绿色城市、中国的新型城镇化

等，这些都能有效缓解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基

于对传统城镇化的反思和对新型城镇化理念的解读和发展，

判断一个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是否理性健康，主要取决于城镇

化进程是否与人的发展相统一，是否与区域经济水平相适应，

是否与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相协调［１５－１７］。笔者认为，城镇

化质量的内涵应是以公平、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前提，使社

会、经济、生态系统获得均衡的增长与发展机会，力求整体水

平的提升和优化，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

调发展（图１）。
　　首先，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有力支撑，但粗放型的 ＧＤＰ
增长方式会使净福利不升反降，所以要强调经济的内涵水平，

优化产业结构，用最少“投入”获得最高“产出”，实现质量型

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次，民生幸福是城镇化质量的核心。经

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日益突

出，亟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实现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的

全方位。再次，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是衡量城镇化质量的重

要标尺。城镇化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区域协调理念，在

推进“土地”城镇化的同时，加强“人口”城镇化，实现人口非

农化与土地集约化协调、城乡要素流动与空间优化重构。最

后，城镇化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重视环境质量与生态文

明，追求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实现区域社会经

济与生态的友好发展。

２　表征体系与评价方法

２．１　表征体系构建
　　基于城镇化质量内涵，通过对ＣＮＫＩ关于城镇化水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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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指标设计的文献频度统计、对比及优化，遵循综合性与系统

性、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等原则［１８－２１］，构建包括经济高效、民生

幸福、城乡统筹、环境友好四大维度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

价表征体系。其中，经济高效指标层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

基础上，加入经济效率，力求反映经济高效集约；民生幸福度

在注重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强调一定的社会福利与

保障；城乡统筹下的指标层兼顾城乡转换与城乡差距，更好地

反映城乡一体化；环境友好度在遵循传统指标对环境质量、污

染控制衡量套路上，融入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性及承载度

（表１）。本研究基础社会经济数据来自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天津统计年鉴》和各区统计年鉴；土地利用资料包括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天津市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遥感影像数据及其他地理信息
和统计数据。

表１　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表征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因素层 指标层

城镇化质量 经济高效度 经济规模 人均ＣＤＰ
非农产业增加值密度

人均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

经济效率 城镇经济密度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实现

的ＧＤＰ
民生幸福度 物质生活 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社会保障 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城镇居民人均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城乡统筹度城乡互转发展 城镇人口密度

城镇用地占土地面积

城乡发展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比

环境友好度 资源条件 城镇居民人均土地面积

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持续发展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承载力指数

地均碳赤字

２．２　评价方法
城镇化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变迁过

程，反映了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

响。如果各系统协调发展，则其整体效益好即理性城镇化质

量高；反之，即使系统局部效益好，其质量也偏低。先分类后

排序的集结模型具有突出局部权重系数的作用，兼顾系统的

整体效益和局部效益，能够促进系统协调发展［２２］。

　　（１）原始数据标准化。

　　正向指标：
ｘｉｊ′＝ｘｉｊ－ｘｍｉｎ／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１）

　　逆向指标：
ｘｉｊ′＝ｘｍａｘ－ｘｉｊ／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２）

式中：ｘｉｊ表示第ｉ（ｉ＝１，２，…，ｎ）个样本、ｊ（ｊ＝１，２，…，ｍ）项指
标的原始数值；ｘｉｊ′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ｘｍａｘ、ｘｍｉｎ分别表示
指标最大值、最小值。

　　（２）均方差法赋权。

ｓｊ
２＝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ｊ－ｘ）

２　　 ｊ＝１，２，…，ｍ。 （３）

　　（３）集结模型为。
Ｄ＝｛ｘ→＝（ｘ１，ｘ２，…，ｘｍ）

Ｔ｜ｘｋ∈［０，１］｝； （４）

　　Ａ＝｛ｘ→ ＝（ｘ１，ｘ２，…，ｘｍ）
Ｔ∈Ｄ｜ｘｊ ＞０，ｘｊ≥ｘｊ（ｊ＝

１，２，…，ｍ）｝； （５）
　　Ｃ＝｛ｘ→ ＝（ｘ１，ｘ２，…，ｘｍ）

Ｔ∈Ｄ｜ｘｊ ＞０，ｘｋ≥
ｘｋ｝； （６）

Ｂ＝Ｄ－Ａ－Ｃ，Ｄ＝Ａ∪Ｂ∪Ｃ
Ａ∩Ｂ＝Ｂ∩Ｃ＝Ｃ∩Ａ＝{ 

。 （７）

　　如图２所示，落在子集Ａ内的点称为第Ⅰ类发展水平，综
合评价值ｙ满足０＜ｙ≤１；落在子集 Ｂ内的点称为第Ⅱ类发
展水平，其综合评价值ｙ满足０＜ｙ＜１；落在子集Ｃ内的点称
为第Ⅲ类发展水平，其综合评价值 ｙ满足０≤ｙ＜１。依据 ｙｉ
的值可以实现对集合Ａ、Ｂ、Ｃ内系统的发展状况综合评价的
目的。综合评价模型为：

ｙｉ＝∑
ｍ

ｊ＝１
ωｊｘｉｊ′，（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８）

３　城镇化质量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分析

３．１　总体格局分析
按集结模型分别将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天津市研究区的

城镇化质量划分成高质量区（Ａ）、中等质量区（Ｂ）、低质量区
（Ｃ）３类。为进一步分析其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布动态转
换，对３个时期各区城镇化质量进行归类，可分为中高水平稳
定、波动式下降、低水平停滞３类（表２），同时运用ＡｒｃＧＩＳ进
行可视化（图３）。
　　结合城镇化质量分级（表２）和城镇化质量统计描述（表
３），可见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研究区城镇化质量在高、中、低水平区
的数量不断变化、层次结构分化严重；城镇化质量最大值和最

小值差从２倍逐渐增加到３倍，且标准差不断扩大。总之，天
津市研究区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区间城镇化质

量差异不断加剧，金字塔等级体系结构日益明显。

　　从其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看，城镇化质量高水平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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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天津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等级划分

类型 研究区
等级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中高水平稳定 滨海新区 Ｂ Ａ Ａ

西青区 Ｂ Ａ Ａ
东丽区 Ｂ Ｂ Ａ

波动式下降　 北辰区 Ｂ Ｂ Ｂ
津南区 Ｂ Ｂ Ｂ
静海区 Ｃ Ｃ Ｂ

低水平停滞　 蓟州区 Ｃ Ｃ Ｃ
宁河区 Ｃ Ｃ Ｃ
武清区 Ｃ Ｃ Ｃ
宝坻区 Ｃ Ｃ Ｃ

区集中围绕在市中心附近及沿海地区，其城镇化质量较高，始

终处于Ａ、Ｂ，且得分水平稳定在０．５以上，尤其是滨海新区突
破０．６；东丽区、北辰区、津南区等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由
２００５年的０．４３２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０．３８９，其质量类型也不断
在Ｂ、Ｃ间转换，整体上处于波动式下降的状态；蓟州区、宁河
区、武清区、宝坻区则处于低水平停滞状态，其城镇化质量等

级停滞在Ｃ区，得分水平相比２００５年虽有所提升，但始终没
有突破０．４。
３．２　分维度格局分析
　　运用ＡｒｃＧＩＳ对３大类型区的各维度评价结果进行空间
可视化。由图３、图４可知，天津市各区经济高效和民生幸福
与城镇化综合质量空间格局呈对应关系，主要在市内６区附

表３　天津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统计描述

年份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０５ ０．２０２ ０．５７６ ０．４０６ ０．１１２
２０１０ ０．２３１ ０．６３７ ０．４０８ ０．１２０
２０１５ ０．２６８ ０．６７１ ０．４１０ ０．１２１

近及沿海地区集中，但是对于城乡统筹和环境友好维度则是

集中在远郊区附近。具体来说，高水平稳定区在经济高效、民

生幸福维度上都持较高水平，而在城乡统筹和环境友好维度

上却处于劣势，相反，波动式下降区则处于优势；低水平停滞

区尤其是蓟州区在环境友好维度上始终保持优势。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与各维度的水平没有对应关

系，如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较高的滨海新区，其环境友好和城

乡统筹度却在低水平状态徘徊；另外，四大维度间的水平也没

有一一对应关系，如蓟州区经济高效维度很低，但环境友好度

却处于高水平状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新型城镇化质量

是由经济、民生、城乡、环境等四大维度共同决定的，任何一项

“短板”都会影响甚至拉低城镇化质量水平。

４　城镇化质量时空格局演变的驱动分析

４．１　高水平稳定区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驱动要素是经济
高效

　　经济水平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其影响力不容置
疑。经济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具有高度一致性，且基本围绕在

市中心及沿海地区，呈圈层状递减分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区域，城镇化质量水平也较高，反之则低。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
将经济高效维度对高水平稳定区的城镇化质量影响进行回归

分析，发现经济高效和民生幸福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具有较高

的线性关系且日益显著，其相关系数由２００５年的０．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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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４９逐渐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０．９６８、０．９９６，Ｒ拟合优度较大，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民生幸福度是天津市高水平稳定区城镇

化质量的显著驱动因素且影响程度不断加强。

结合天津市的现状，城镇化高水平稳定区由于紧邻中心城

区，其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承接区域，在城镇化进程中享有区

位、资源、经济、交通、基础配套设施等优势，这些集聚要素使得

这些区域拥有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的机会和条件。但距中心城

区较远的区尤其是蓟州区、宁河区、武清区、宝坻区等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边

缘化，进而对其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产生影响。城镇化是经济高

速发展的产物，其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直接

挂钩，直接影响到民生幸福状态，即经济水平是影响高水平稳

定区城镇化质量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高水

平稳定区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突破性进展，将限制该

类型区的因素（包括城乡统筹、环境友好等）转化为有力的正

向因素，最终实现高水平稳定区整体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４．２　城乡统筹是影响波动式下降区城镇化质量的主要因素
城乡统筹作为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尺，是城镇化

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更能体现城乡一体化水平。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分析波动式下降类型区的城镇化质量，发现城乡统筹对

波动式下降区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力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６３２上升
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９０６，再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０．７６５，Ｒ拟合度也呈
现波动式变化，可见城乡互转发展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影响

城乡统筹，更影响该类型区城镇化质量水平的稳定。驱使波

动式下降区城镇化质量在 Ｂ、Ｃ区不断转换甚至下降的首要
因素是城乡统筹，此外还有民生幸福。因此，对于波动式下降

区应在继续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社会资金支

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公

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促进城镇化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加快

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城乡统筹体系，最终实现

区域协调发展，实现该类型区城镇化质量的稳步提升。

４．３　环境友好是低水平停滞区城镇化质量的正向影响因素
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

峻形势下，生态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

视的影响要素。亟须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将生态文明理念全

面融入城市发展，重视环境质量与生态文明，以更少的资源消

耗、更低的环境污染实现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ＳＰＳＳ软件对城镇化质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环境友好对
低水平停滞区城镇化的影响力由２００５年的０．５９２上升到２０１５
年的０．９０６，且Ｒ拟合度上升，表明环境友好尤其是资源条件
和持续发展水平在当前甚至以后的发展阶段都是影响低水平

停滞区城镇化质量水平的主要因素，且影响力日益增强。

环境友好度是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指标因子，更是城镇化

质量不容小觑的影响要素。原则上环境友好度高的地区，其

城镇化质量也高，但是由于城镇化质量是由经济、社会、环境

等共同决定的，任何一项“短板”都有可能拉低城镇化的水

平。这也是蓟州区环境友好度很高而城镇化质量水平较低现

象的原因。因此，低水平停滞区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将自身优

势，尤其是环境友好升级为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更加强而有效

的因素，同时要不断补齐“短板”，如经济高效、民生幸福和城

乡统筹等，突破停滞状态，实现均衡发展，最终促进该类型区

城镇化的理性发展。

５　结论与讨论

建立评价表征体系，运用集结模型，探究天津市城镇化质

量时空格局，结合 ＳＰＳＳ软件对高水平稳定、波动式下降和低
水平停滞区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更符合客观实际的结果及启

示：（１）从时间上看，天津市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逐渐上升，
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４０６上升到２０１５年０．４１０，虽然总体上城镇化
质量水平在不断提升，但增长幅度不大，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

间；且各区城镇化质量差异不断扩大、层次分化，呈现金字塔

结构；天津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内部

差异的缩小对区域整体水平的提升及京津冀城市群差异的缩

小意义重大。从空间格局及演化上看，天津市城镇化质量归

为高水平稳定、波动式下降、低水平停滞３类，总体上呈现距
离衰减式格局。这与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格局总体相似，但

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是因为城镇化质量是由经济高效、民生幸

福、城乡统筹、环境友好发展共同决定的，城镇化质量与各维

度得分水平并不存在对应关系，任何一项“短板”因子的不和

谐发展都会影响甚至拉低城镇化质量，使整体优势难以发挥，

所以还须找到本类型区的特色道路，实现均衡发展。（２）天
津市城镇化质量时空格局及演变的驱动要素集中在经济推动

力、城乡发展及生态环境等方面。但不同类型区的城镇化驱

动因素表现有所不同，应在把握整体城镇化发展的时空特征

基础上因势利导。中高水平稳定区要打破固步自封的局限、

创新发展理念，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注重生态导向，实

现可持续发展；波动式下降区应加强高水平规划设计与管理，

通过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改善及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

平，促进城乡互转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要素流动与

空间优化重构；低水平停滞区要在挖掘特色、充分利用腹地作

用和人口优势的基础上，突破瓶颈、补齐“短板”，加强与市区

的产业联动，促进农业产业化，为社会和生态维度奠定经济基

础，达到整体水平的全面协调发展。（３）本研究新型城镇化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特别突出了城镇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的要

求，但缺乏对社会预警与稳定等指标的评价；仅对天津市各类

型区从经济水平、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驱动分析，

实际上驱动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此外，由于条件有限，研究区

域集中于天津市微观县域，总体研究范围较小，且没有与京津

冀城市群及中西部地区等横向对比。城镇化质量作为城镇化

研究的热点和主攻方向，其具体可操作层面的提升对策，有待

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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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我国产生了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城市就业中面临着诸多问题。通过
对在江苏省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进行大量问卷调查，全面了解其就业、收入福利、劳动强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情况。

将劳动强度纳入劳动净收益的考察范畴，运用偏最小二乘法（ＰＳＬ）分析相关因素对农民工就业净收益的影响。结果
表明，在江苏省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收入水平略低于城镇职工，同时面临劳动时间长、社会保障差等问题。但从农民

工的自身特质角度出发，这有可能是其在家庭决策背景和有限经济收入下提高当期收入水平目的下无奈的理性选择。

实证结果表明，考虑到劳动成本，农民工就业收益更加不理想。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就业状况更差；就业经验的积累不

能带来就业状况的改善；农民工整体学历水平普遍偏低，尚未达到能够显著改善就业状况的水平；劳动技能落后，常不

适应用工需求，对就业状况无突出帮助；不同行业农民工收入水平相差不大，但劳动时间存在差异；农民工就业的单位

性质显著影响收入，但对劳动时间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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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城市流动，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据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３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和《２０１４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农
民工总量达到了２．６８９４亿人，占全国年末就业人员总数的
３４．９４％，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这些劳动力涌向城市，一方
面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发挥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却面临着

就业流动性强、待遇低、劳动时间长、社会保障缺失、城市融合

难、子女留守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学者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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